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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
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
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社会史既是专
史，又是总体史。就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言，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人与群之间的
关系是其研究的三个基点，而且三个基点的展开都是遵循着从下而上和自内而外两
个视角进行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人与群体，首先是作为自然人而非政治人
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制度与政权中的人，其次才是被追加了种种身份与地位。
社会史的研究是由民间群体与民间自然人为起点，有着自己明晰的区界与内涵，以
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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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也是山林遍启，成果

颇丰，从通史性或断代性的社会史研究，到专题性的有关社会史具体事象与群体的
研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主要领域都不乏涉猎者，而且许多专题的研究已是通
幽发微，蔚为大观，比如，对古代家庭与家族问题的研究、人口问题的研究以及社
会生活史的研究等，都是如此。但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相比，
社会史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还不够成熟，尤其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范
畴与方法论，尚未展开充分讨论，也没有形成较有影响的一家或数家之言，以更好
地引导古代社会史研究的进展。因此，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就正于方家。 

 
一 
 

    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史的方法论，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社会史的概念问题。近年
来，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学界争论颇多，有认为社会史是专史者，有认为社会史
是总体史者，还有认为社会史只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视角者，各家之说多不
兼容。讲社会史为专史者，必排斥其为总体史说；讲社会史为新范式者，又排斥其
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如此等等。我们认为，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讲其是
专史，是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与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而言，其区分不在于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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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对另一种历史范式的取代，而是其作为历史的叙述主体或视角的不同而形成的
被研究对象的外延与内涵的界定。讲其是总体史，是就史学范式而言，是相对于此
前或与之同时流行或存在的其他史学范式，如兰克史学以及中国的正统史学(官方史
学、正史史学)、乾嘉史学等而言。两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时
这两个范畴又彼此依存，相互贯通。以兰克学派为例，兰克史学是一种政治史。因
为其叙述对象“从启蒙学者们的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史压缩成注重政治事件、宗教事
件和有权有势者活动的历史’[1](P17-18)。与之同时，兰克史学又是一种史学范式。
当这些史家们把政治史以及政治史的视角看作是历史的全部或主体时，政治史便成
为一种史学范式。如鲁滨孙在《新史学》中所言：“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
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
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
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
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是真正的历
史。”[2](P33) 
    对于社会史来说也是如此。作为专史的社会史的存在是殆无疑义的。从西方学
者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费弗尔的《16世纪不信神的
问题— —拉伯雷的宗教》，到拉迪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阿萨·勃里格斯的《英
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从中国大陆学者乔志强主编的《近代
中国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龚书铎等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山西人民
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到台湾学者黄宽重、柳立言的《中国社会史》(台北国立空
中大学1996年印行)；从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齐涛的
《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到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
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魏宏运主编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
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述诸种著作，我们都无法
否定它们是专门性的社会史著作；同样，也不能认为它们可以取代政治史、经济史
以及思想文化史研究。而成为涵括以往一切历史的“总体史”。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指出：“在过去10年
或15年当中，社会史当中之主要之富有趣味的研究工作乃是围绕在下列之主题或问
题丛上，此即：(1)人口学与宗族关系；(2)史学范围以内的都市之研究；(3)阶级与
社会群众；(4)‘心态’或集体意识之历史及人类学意义底下的‘文化’历史；(5)社会之
变革(例如‘现代化’或‘工业化’)；(6)社会运动及社会抗议之现象。”[3](P68)龚书铎
等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将研究对象划分为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变迁三个
部分；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则划分为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
三部分。从这些研究视角，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史作为专史与同样作为专史的政治
史、经济史以及思想文化史是并行不悖的。 
    那么，学界争执不下的焦点在哪儿呢?在于社会史与社会史学的混淆。在年鉴学
派那儿，自下而上的、面向社会的社会史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更重要的还是社
会史学的视角与范式的作用，其根本点一是自下而上，一是总体史观。所以，马克·
布洛赫在《为史学而战》中直接提出：“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
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4](P6)哈罗德·珀金
更认为：“社会史不是历史的一部分，用阿瑟·雷德福的话来说，社会史是从社会角度
而言的全部历史。’[15](P126-127)勒高夫也认为：“任何形式的新史学(包括那些装
出样子的史学)及那些表面标有局部研究字样的著作，如保罗·韦纳的社会历史学或阿
兰·贝桑松的心理分析历史学等，事实上都是总体史的尝试。”[1](P5)国内许多学者
认同这些观点。如赵世瑜先生认为：“社会史不应只是生活方式史(即旧的、狭义的社
会史)，而应是全社会的历史；按我的看法，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
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6]上述各家观点都是年鉴
派新史学所倡导的基本观点，但都属于视角与范式的范畴，是倡导用总体史观研究
全社会的历史。按照中国史学范畴划分的传统，这一类的研究仍可归于通史或断代
史之列，如乌尔利希·韦勒的《德国社会史》便属于此类研究。正因为如此，伊格尔
斯认为：“我们当然必须要考虑到，韦勒的工作— —也类似于布罗代尔的一样，— —
应该看作是宏大的包括万象的提纲，而不是经验性的工作，是社会史学
(GeseIlscheftsge schichte)，而不是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这种社会史学
观下的历史研究，“在广义上被理解为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但也是社会文化
的和精神现象的历史。其主题则是对社会变化的进程和结构的研究和表述”[7]。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看，韦勒式的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有异曲同
工者，如吕振羽先生之《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侯外庐先生
之《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社1943年版)、吴泽先生之《殷代奴隶制社会
史》(棠棣出版社1944年版)以及周谷城先生之《中国社会史论》(齐鲁书社1988年
版)均属此类，这些论著都属于总体史性质的史著。 
    讨论至此，社会史与社会史学已容易说清了。上述社会史的著作都是一种史观
与范式，并非社会史本身，这种史观与范式可以行之于通史、断代史，也可以行之
于社会史以外的政治史、经济史或者是思想文化史。从来没有哪一种史学范式能够
包罗万象，写尽完全的历史；也没有哪一种通史或断代史不是侧重于或服从于某一
种史学范式。即使年鉴派新史学之前所流行的政治史范式，也只是立足于政治视
角，侧重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与政治制度的综合研究，在此之外，仍然存在着对
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专门研究。同样，在社会史学的范式下，依然存在着作
为学科意义与专门史意义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以及思想文化史等等。这些研
究可以交叉，可以兼容，但不能取代。前引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以及我国与西方社会
史著作的实践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社会史呢?中外学者给出了种种定义，我们认为，所谓社会史，就
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
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
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 

 
二 
 

    社会史概念既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亦自不待言。就社会史的范畴而
言，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人与群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史研究的三个基点，对古代
社会史来说更是如此。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基点的展开都是遵循着从下而上和
自内而外两个视角进行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人与群体，首先是作为自然人
而非政治人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制度与政权中的人，其次才是被追加了种种身
份与地位的人。它的研究是以民间群体与民间自然人为起点的。这也就是年鉴学派
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所谓自内而外，是指古代社会史研究起自自然的社会关
系，如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社区关系，由此向官方或政治、经济影响而生成的社
会关系延伸。这两个视角可以明确地划分它与政治史的区界。 
    从以往的研究看，治古代政治史者，大都能恪守一个清晰的区界，不易与社会
史相混淆。如白钢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洋洋
十卷，自第二卷起，每卷都以相当的篇幅叙述地方政治制度，但其着墨仅到云里什
伍为止，对于宗教组织、民间结社均不涉及。但治古代社会史者每每难以把握在相
关内容上与政治史的区界。从近年的古代社会史著作看，把握得较好者当推龚书铎
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该通史在述及地方社会组织时，以城市社区与乡
村社区为大的框架，以宗法血缘组织、自然聚落组织为基点，将乡里组织置于地方
社区的框架之中加以讨论，明确地体现了与政治史不同的古代社会史的研究范畴。 
    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关系的延伸范围只限于社会关系内部，虽然在若干
经济关系中它们与经济史有所交叉与重合，但在它们与自然的关系中，只涉及人们
与其赖以存续的自然环境的交换关系，并不直接涉及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所形成的物
质成就与物质关系，这样，又在古代社会史与古代经济史之间划出了清晰的边界。
这些年所出版的有关古代社会生活史与风俗史的研究著作已较好地划清了与经济史
的区界，如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持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
续出版)等著作都立足于古代经济史研究成果，着力探讨物质成就与物质关系之中所
蕴含的人们的生活内容与风俗习惯，体现了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如朱大渭等著《魏
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第三章为“饮食习俗”，其
中讲到了粮食作物的生产与分布，但主题却是在此基础上探讨人们的粮食消费方式
与习惯；第四章为“城市、宫苑与园宅”，也讲到了城市的发展与建筑艺术的进步，但
更多的内容放在了人们的居住方式与习惯上，殊得社会史之旨趣。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社会史的研究还必然包括诸群体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心
理研究，即通过不同人群与不同社会时期的行为模式与精神文化创造，揭示不同人
群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意识与心理特性，构建起人与群体外在行为关系与内在



精神旨归的完整架构，从而给出以人与群体的行为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史的全景
画面。它与文化史的不同，在于它所研究的不是人类文化产品本身，而是通过文化
产品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现象的剖析，寻求它所反映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如20
世纪30年代许地山所著《扶箕迷信地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从笔记中收集
了130个古人的扶箕问凶吉祸福，并用扶箕作诗词书画的事例，论述了扶箕的起源、
箕仙以及降笔、扶箕的心灵学上的解释；20年代，江绍原所著《发须爪》(开明书店
1928年版)一书，通过分析古人有关头发、胡须、指甲的习俗，揭示其行为背后的精
神世界①。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史研究中，也有许多学者通过对古代文化的研
究，探索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心理与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识特征，诸如李泽厚所
著《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谢选骏所著《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
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张岱年、成中英等所著《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1年版)等，都属此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史是一个边界清晰、内涵丰富的专
史，它与古代政治史、经济史以及文化史有清晰的边界，也应有明确的分工，不必
为追求某些活力与强力而有意模糊其边界②。作为专史，它的研究以民间群体与民
间自然人为起点，有自己清晰的区界与内涵，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组成部
分： 
    第一是社会组群。社会中的人都是可以按照其所在的组群关系悉数编制的。社
会组群包括自然组群与社会组织。所谓自然组群，是因地缘、血缘以及其他一些非
政治因素而结成的人际关系组合。如村落共同体、民间私社为地缘关系组群，家
族、家庭、宗族、宗姓则是血缘关系组群，宗教组群、结义组群、丐帮、马帮等等
则是因非政治因素而形成的人际组群。所谓社会组织，是因政治因素由政府官方编
制而成的人际关系组合。比如乡、里、什、伍组织，便是典型的社会组织。 

第二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是依据人们的社会职业与社会地位对社会中的人进行
层次与类别的划分。早期的士、农、工、商便是典型的社会分层。战国以降，随着
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分层也日趋复杂化，据社会职业，可以划分出官、吏、
农、工、商、市民、僧侣、士子、游民等阶层；根据社会地位，又可以对其中的任
何一类别进行再划分，如“农”中有大地主、中小地主、自耕农、士绅、佃户、佃客、
部曲等阶层。 

第三是社会关系与社会运作。这一部分主要是研究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以及社
会分层内部的人际关系，研究各社会群体间、社会组织间、社会分层间以及它们各
自之间的依存、对立与交流关系，其中，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又包括
地缘的、血缘的以及其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与基
本模式，包括上层社会的运行、民间社会的运行、社会调谐与功能补偿等内容。 
    第四是社会行为与社会心理。社会行为是指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分层的行为模
式与行为特征，包括政治行为、经济生产行为、文化习俗行为、生活行为等等。社
会心理则是要以社会行为的研究为基点，探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内在心理取向
与心态特性，进而把握整体社会的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周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版，第164页。 

②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的源源不断的活力，来自于它从不圈定自己的领
地，始终保持边界的模糊性。”(见《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社会史研究笔谈》) 

 
作为一门边界清晰、内涵丰富的专史，中国古代社会史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或

者说是研究特色。首先，受古代社会史研究时限的制约，无法直接使用社会学研究
中常规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也鲜能使用近现代相关的社会调查与研究资料，只
能面向有限的古代史史料以及相关的考古资料。而古代史史料中，有关社会史的史
料又严重不足，无论是正史还是野乘子书，多将其笔触放在了帝王将相、名人名家
上，对于社会状况与民间人群基本无人问津。对于社会状况的了解，大多要靠政府
的政策记载以及一些零零落落的诏令奏议。这些显然是研究古代社会史的基本史
料，但它们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其一．这些记载多是一些特例或泛泛而论者，
几乎没有对社会史的正面描述与记载。比如，在《汉书·食货志上》中，我们既可
以读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
尽满，而府库余财。”还可以读到晁错的上奏：“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



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藏)。伐薪
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
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
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
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又如，对于两汉乡村的土地兼并论
者动辄便言“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若据此立论，不难得出汉代土地问题
的严重与贫富分化的剧烈，但这与晁错所言“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又实在太相矛盾。
而从两汉的实际看，这两说都不甚确切。两汉的农民既没有保障每户的百亩之田，
也不是大都无立锥之地，大多数农民还是拥有十几亩至百余亩的土地。与之相应，
则是这些记载没有准确的概念，缺少量化分析。比如，对于乡村社会中的社会阶
层，只是粗线条地划分为大家、中家与下户。在两汉史籍中，能找到的一条直接的
划分标准便是“百金，中家十家之产也”。要想把握两汉乡村社会各阶层，我们既不能
脱离这些概念，又要另辟蹊径，重新勾勒。其二，这些记载多限于官方体系之中，
对于非官方的民间的活动很少留意，而这些恰恰是研究社会史不可缺少的。比如，
对于乡村经济关系，史书中记载得最多的是农民与政府的各种经济关系，从田税、
口赋、算赋到兵役、徭役等等，十分齐全，尽管一些问题还不能完全定论，但大致
面貌还是比较清晰的。相反，民间社会中的租佃关系、租贷关系以及雇佣关系等
等，都缺乏明确的记载。又如，对于基层组织，史书中对于官方组织体系记载较
多，诸如乡里的设置、机构、职掌等；但对于民间与自然组织，比如自然聚落、宗
族等，则多语焉不详，没有正面记载，而这些又是我们所必须了解、弥补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面向极为有限的史料进行“社会调查”，学会面向考古资
料以及所有相关资料去披沙拣金。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的社会史研究往往
由此起步。胡朴安之《中华全国风俗志》(广益书局1923年版)，瞿宣颖之《汉代风
俗制度史前编》(北京广业书社1928年版)、《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李家瑞之《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均属此类；被誉为“标
志近代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开始”[8](P28)的张亮采之《中国风俗史》(上海商务印
书馆1911年版)，亦系以资料整理为主。瞿宣颖曾提出：“吾国之史籍虽多，然有政治
史而无制度史，有政府之制度史而无社会之制度史，旷览古今，补苴之责，谅在吾
党。”可以说，“补苴之责”，至今仍未完成。 
    其次，即是面向传世的文献资料与有限的考古资料进行“社会调查”，一方面要负
“补苴之责”；另一方面，则要匡谬正误，致力于重构近乎历史本来的社会状况。这里
既有史料与史实的辨证，又有重大社会命题的再考察。前者如杨树达之《汉代婚丧
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尚秉和之《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印书馆
1938年版)等均是，且代有绍述者；后者则凸显薄弱，治古代社会史者往往囿于传统
史学的结论与模式。殊不知，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基点与研究视角均有
明显不同。治社会史者对于有关社会史的重大命题必须从社会史的角度重加考察，
以真正认识古代的社会，否则又会陷入千人一面的固定框框中。比如，对于中国古
代乡村的生存环境，人们往往有一个思维定式，即环境恶劣，天灾不断，我们的先
人们一直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中国古代的农民也一直处在重重的剥削之下，日
益贫困与不断破产。但真实的中国古代的乡村环境究竟如何呢?若深入其中，我们便
会发现，在许多历史时期，比如两汉、隋唐，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是比较风调雨顺
的时代，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各地都有相当数量的肥土沃壤，其自然生态环境要
优于后世，有些时期甚至优于我们目前。这一时期的农民，无论是土地占有、生产
效益，还是家庭生活，都与后世尤其是宋元以后有所不同。再如，讲到乡村社会农
民的社会环境，人们多以近代的夫权、族权、神权一以代之，但历史实际并不尽
然。比如，就夫权而言，两汉时代夫妻关系相对平等，丈夫可以休妻、弃妻，而妻
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弃夫而去，而且这一时代离婚再嫁、寡妇改嫁十分平常，夫
权对女子的压力与后代相比要小得多。以神权为例，两汉时代除了儒学对乡村社会
有一定影响外，释、道均未构成影响，而且儒学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两汉乡村中弥
漫的是巫与巫术，是禁忌，是鬼怪神灵，这对于汉代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活都产生了
重要影响。 

再次，在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无论是人群、组织，还是行为模式与社会心理，都
有较强的传承性与稳定性，因此，静观的社会科学式的工作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
功，只有建立起区域的或整体的平面(剖面)坐标，才有可能进行动态的延伸研究。
法国学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 —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



书馆1997年版)所描述的就是14世纪这一时段的一个村庄的精神世界，侧重于静观而
非长时段。国内社会史家所著，如魏宏运主编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
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朱德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
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类似的著作。与之相对应的是
长时段理论，长时段理论是由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他在1958年出版
的《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中，把历史区分为短、中、长三个时段，认为
长时段的研究至为重要，试图通过对长时期历史的观察，去寻找社会运行的趋势与
规律。他所著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
等著作，便是长时段理论的代表作。其实，长时段理论得益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
论与唯物史观，我国学者所著的社会史著作，尤其是通史与断代性质的社会史著作
均可视为长时段类的社会史著作。在社会史研究中，这两个基本模式缺一不可，但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中，由于史料的局限与动辄百年乃至数百
年的时间跨度，长时段的背景与视角是更为重要的手段。以两汉社会为例，两汉四
百年的发展变化，对于一部人类史而言，可以说是短暂一瞬，但对于古代社会史而
言，却是一个长久的历程。这四百年中，王朝更迭，风云变幻，整个社会的经济、
政治结构都在发展变化中，社会史也是如此。以宗族为例，西汉甫建，乡村社会散
落着大大小小的聚落与千千万万个家庭，新的宗族体系尚未形成，但经过七八十年
的发展，到武帝时，宗族在乡村渐成势力，此后不断发展，到东汉时代终于盘踞了
整个乡村社会。汉代乡村中的家庭也是如此。西汉时代尤其是西汉前期，小型家庭
结构占据着主导地位，完全承继着秦代“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的习惯；
而自西汉后期始，同居之风开始出现，并渐成潮流，乡村家庭也出现了明显的扩大
化趋势，这种变化对于乡村的家内人际关系、伦理观念以及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都
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长时段的视角是古代社会史研究的
重要特色所在。 

 
三 
 

    社会史的研究既然是以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为本进行，其视角与方式自然也就
会丰富多彩。因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我们强调了社会史的专门性质，但我
们并不否认社会史学的范式意义，总体史的研究视角同样也是社会史研究需要全面
吸取的。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史与社会史学的交融可以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统一： 
    第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尽管社会史所探讨的主题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
是，作为生于自然、成于自然的不同区域的不同人群来说，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换
无时不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行为、社会心理与社会组合
方式乃至各种关系模式。在古代社会尤为如此。黄宗智先生曾就华北地区与长江三
角洲地区两种生态系统的比较，得出结论：两地不同的生态系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
经济结构与政治行为类型，也使得这两个地区的政权、士绅与农民间的关系有着极
大的不同，结果是造成这两个地区的农民社团有非常不同的结构。华北的农民们形
成了有组织的领导与国家政权交涉，村庄有一种由“会首”组成的非正式的议事会，负
责收税，并统揽村庄内的各项事务。在长江三角洲，农民并无组织村政权的需要，
农民社团主要由家族关系维系。这一点又造成了两地农民集体行为目标的不同，也
造成了长江三角洲农村结构较之华北农村结构的相对稳定[9](P39-41)。此说是否值
得再讨论我们暂且不论，但黄宗智先生所运用的视角与手法正是古代社会史研究中
需要格外重视的。 
    第二，人与社会的统一。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人与群体，自然是置身于社会
之中。前已述及，我们所认为的社会史是并列于政治史、经济史的专史，因此，对
于社会史研究的人与群体及其生成的社会现象，就应当放到政治的、经济的乃至社
会本身的大环境中去考察。以中国古代的地权关系为例，地权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
史研究的重要基点，乡村宗族问题、小农经营问题、民间结社与民间社会组织问题
以至农民起义问题等，都与之密不可分。但地权关系又不仅仅是社会史的问题，它
实际上是古代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交界点。前面已提到，长期以来，史学界
对中国古代的土地问题似乎有一个思维定式，即在注意土地私有制趋势的同时，特
别注重地权的集中，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兼并与农民失去土地的程度，在研究中缺少
定量的统计与分析，多是使用史家或当时的政治家们所感叹的“富者田连仟伯，贫者



亡立锥之地”之类的议论来立论。这种立论容易掩盖中国古代土地关系的实际情况。
诚然，在土地私有化的状态下，土地兼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是中国古代土地关
系的特色所在。正因为如此，经过两千年“土地兼并的狂潮”，到近代中国，依然是多
元化的地权所有。为什么自汉代以来，经历了两千年的土地兼并，中国社会的地权
关系仍然如此?其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古代特有的地权转移与分散化趋势。那么，中国
古代地权转移与分散化的根源又在哪里?我们认为有政治的、经济的与社会的三大因
素：其一，大土地所有者的多元化与非身份化。中国古代的大土地所有者主要由官
僚、商人、乡村地主三部分人构成，其中也不乏三位一体或二位一体者。相对于西
欧中世纪的大土地所有者而言，他们的共同点是非身份性，即没有贵族制下那种稳
定的政治与经济保障。商人与乡村地主自不待言，官僚阶层也大不同于西方的世袭
贵族，他们处于随时可能出现的升降沉浮之中，其地权占有也随其身份的变化而不
能稳定。其二，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化起步早，进展快。自汉代以来，土地买卖便
较为发达，以后的历史时期虽有起伏，但总的趋势还是土地私有的日益发展与土地
买卖的频繁。宋人所言“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等语道出了土地买卖对地权转移的
影响。其三，中国古代的家产继承制度是诸子的平均继承。在西欧长子继承制下，
土地全部传给长子，余子无继承的权利，这样可以使大土地继承制一直持续下去；
而在诸子平均继承制下，土地一再在继承中被分割，虽然有土地兼并的一次次聚
合，但还是无法抗拒诸子均分的化整为零。正如北宋袁采《家范·处己》所言：“多兄
弟者分后浸微。”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又有多少家庭不是多兄多弟呢?这一事例确
切地告诉我们，脱离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环境，是无法进行社会史研究的。 
    第三，区域(个案)与整体的统一。社会史探讨的是人与群体的内部结构与内部
关系，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各具特色，既不像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那样具有统一规
则，也不像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那样富有直接的全局性影响，更不具备经济技术那
样的标准性与通用性特色。因此，区域社会与群体阶层个案的研究是整个社会史研
究的基点，这也是社会史区别于政治史、经济史等专史的重要特色。前引黄宗智对
华北平原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与农村社会的研究，以及秦晖等人对关中农民与农
村社会变迁的研究①，王铭铭等人对村落社会个案的研究②，王振忠对明清徽商与
淮扬社会变迁的研究③，赵世瑜、陈宝良等人对吏员、幕友、游民等社会阶层的研
究④，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地域(个案)与阶层、群体的研究。当然，这些局部研
究本身并不是社会史研究的全部目的，构建更大范围与更长时段的社会史研究的框
架应当得到应有的关注。与此同时，即使在局部的与个案的研究中，也应当运用或
必须引进总体史的视角与范式。我们同意赵世瑜先生所言：“区域史也可以是总体
史，而作为总体史的社会史这一目标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其区域史的成
就上。勒华·拉迪里的《蒙塔尤》研究了一个说奥克语的村庄，应该说是一个社区范
围很小的区域史研究了吧，但这丝毫不妨碍它成为总体史或者总体的社会史的杰
作。”⑤ 

第四，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的统一。前已述及，自下而上与由内而外是社会史研
究的两大基本视角，也是其特色所在，在具体的社会史研究中，面向民间社会的研
究也就应当成为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就民间社会的风与俗和上层社会的雅
与礼而言，前者是后者之源，几乎所有的正统文化都是由风、俗而来，是对风、俗
改造加工的结果，无论是繁复的礼制礼法还是典雅的唐诗宋词，都来自民间的风俗
歌谣。正统文化对风俗的改造吸纳是不间断的过程，民间风俗的萌发、生成以及它
们对正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同样也是不间断的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出，作为正统文
化的雅与礼虽然不断向民间渗透、征服，但它们从来没有真正改造民间社会的风与
俗，民间社会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风与俗依然是最多数民众的自发选择。即便是
那些上层社会中人，在礼与雅的光影下仍时时可见抹不去的民间风俗的遗存，这又
缘于它们本身大多数来自民间，这也是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一个基本分野点。再
如，就社会阶层而论，农民、乡绅、手工商业者以及流民、乞丐、市民应当引起我
们更多的关注；就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而言，宗族、私社、村落、行会、商帮等等
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就综合研究而言，乡村社会史应当是前资本主义时代整个
社会史的基点。不过，到目前为止，对于乡村社会史的关注依然不够，亟需一批富
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性著作面世。当然，对上层社会也应当给予相应的重视，而且尤
应重视上层社会对民间社会的制约与引领，重视民间社会对上层社会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②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周銮书：《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④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宝良：《中国
流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转引自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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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issues in the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social history

Ma Xin  Qi Tao
( Traditional Culture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250100)

Abstract：Social histor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and behavior mode 
between two or more peoples or groups in a particular period or a 
specific area 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history, and studies the swap 
status of outer circumstances, so as to reveals the inherent track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history is not only special history but also 
general history. In terms of studying social history, three 
relationships, namel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group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and human 
groups, are three basic points.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the peoples 
and human groups are firstly not in organs of political power but in 
society, and status and positions are attached to them afterwards. 
Starting from human groups and the natural man, social studies should 
have its own boundaries and contents, as well as its own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social history;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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